
工业机器人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模式

毛其淋　 　 石步超

摘要: 工业机器人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是制造业企业打通直接出口渠道和

提高生产经营效益的重要依托。 本文通过匹配国际机器人联盟 ( IFR) 提供的机器

人数据和中国企业出口数据, 首次系统地研究了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

影响。 结果表明, 工业机器人显著提高了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概率, 且工业机

器人对直接出口模式选择的促进效应在民营性质、 行业技术密集度中等、 行业集中

度低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长期内源融资约束缓解、 外源

融资约束缓解、 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深化是工业机器人影响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重

要渠道。 本文进一步基于产业关联视角进行研究, 发现下游行业应用工业机器人促

进上游行业企业出口模式转变, 并且工业机器人还显著推动企业由间接出口模式向

直接出口模式转变, 进而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增强盈利能力和成长潜力。 本文拓展

和深化了工业机器人经济效应评估的研究, 并为中国推动工业机器人更好地服务于

企业出口模式优化以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键词: 工业机器人; 直接出口; 出口模式变革; 产业关联

 

[中图分类号] F752. 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2) 12-0038-16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目前, 我国正处于全球制造业格局调整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路口,
技术革新成为核心驱动因素。 着眼于 “工业革命 4. 0” 的核心———工业智能化技术,
我国政府提出了通过推动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同制造业先进

生产技术深度融合,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2015 年我国在 《中国制造 2025》 中

提出将智能制造作为两化融合的主攻方向, 2016 年在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中详

细制定了机器人发展目标, 2017 年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1 年将加快推动

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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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已有研究围绕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展开了丰富的讨论 (Ace-
moglu

 

and
 

Restrepo, 2018a[1] ;
 

2018b[2] ; 2020[3] ; Graetz
 

and
 

Michaels, 2018[4] ; 王

永钦和董雯, 2020[5] )。 渐有学者开始探讨工业机器人对出口行为和出口质量的影

响。 其中, Alguacil
 

等 (2022) [6] 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可以提高出口概率、 出口存

续期、 出口销售额和出口份额。 吕越等 (2020) [7] 、 刘斌和潘彤 (2020) [8] 研究发

现, 工业机器人对中国企业和出口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均具有显著的提高作

用。 蔡震坤和綦建红 (2021) [9] 研究发现, 企业可以通过使用工业机器人提高生

产率并降低贸易成本, 从而提高出口质量。 韩峰和庄宗武 (2022) [10] 研究发现,
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可以提高生产率并增加中间品种类, 从而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
但尚未有文献关注工业机器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模式选择。

出口模式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 对于企业持久发展影响深远。 出口模

式指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方式, 可根据企业是否依赖贸易中间商出口, 分为间接出

口和直接出口两种模式。 其中, 间接出口可协助企业节约短期出口固定成本, 但会

导致契约不完整、 贸易中间商服务加价、 出口学习机会受限、 对海外市场控制不足等

问题, 限制了企业出口需求的持续增长 (Blomstermo
 

et
 

al. , 2006[11] ;
 

Haddad
 

and
 

Muir, 2021[12] ; Di
 

Cintio, 2020[13] )。 相比之下, 直接出口虽然需要企业承担额外的

短期出口固定成本, 但从长期发展的视角来看, 企业可享有出口可变成本降低、 出口

学习效应提高、 技术溢出效应增强的显著优势 ( Wu
 

et
 

al. , 2007[14] ; Davies
 

and
 

Jeppesen, 2015[15] ; Bai
 

et
 

al. , 2017[16] )。 目前, 中国正处于国内经济模式提质转

型、 全球贸易竞争激烈的关键阶段, 摆脱贸易中介的束缚, 建立直接出口渠道对

制造业企业持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借助工业机器人, 企业可以替代低技能劳动

力进而节省劳动成本以缓解内源融资约束; 可以增加固定资产价值, 享受政府信

誉背书进而缓解外源融资约束; 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倒逼技术创新, 进而提

升企业生产率。 据此, 应用工业机器人可为企业直接出口渠道提供充足的资金支

持和技术支撑。
与既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研究视角上, 首次系统考察

了工业机器人对中国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及其转变的影响, 从智能化、 信息化转型

视角丰富了企业出口模式变革驱动因素的研究, 为发展中国家抓住工业智能化发

展机遇, 转变企业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 理论机制上, 发现长期内源融

资约束缓解、 外源融资约束缓解、 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深化是工业机器人影响企

业出口模式选择的重要传导机制, 较好地回答了如何借助工业机器人有效促进企

业出口模式转变的关键问题; 第三, 研究方法上, 构造了美国机器人行业渗透度

等多个工具变量, 可以准确识别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因果效应; 第四,
政策含义上, 为现阶段政府继续推进落实工业机器人政策, 增强对国外市场的控

制力和影响力以及进一步推动出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 为企业有效

实现出口模式的深层变革与经营绩效的持续改善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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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工业机器人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促使企业出口模式转变:
第一, 工业机器人加剧企业短期内源融资约束, 缓解长期内源以及外源融资约

束, 进而影响企业出口模式转变。 在购入使用工业机器人之初, 企业需要支出高昂

的设备购买和安装费用, 从而增加了现金流压力, 进而加剧内源融资约束 (王永

钦和董雯, 2020)。 随着工业机器人使用时间的延长, 工业机器人的 “低可变成

本” 优势逐渐凸显, 表现为智能化工业生产设备通过替代低技能劳动力直接减少

工资支出 (Koch
 

et
 

al. , 2021) [17] , 通过提高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市场的竞争程度削

弱劳动力的议价能力, 间接降低均衡工资水平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0), 进

而有助于增加企业现金流, 缓解长期内源融资约束。 此外, 工业机器人作为重要的

固定资产, 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和较强的变现能力, 可以被债权方视为企业偿债能力

的有效保证, 从而提高了债权方的借贷意愿 (文东伟和冼国明, 2014) [18] 。 应用工业

机器人的企业还可以享受诸如财政补贴、 税收减免、 产业基金设置等多项融资优惠政

策, 这既直接缓解了企业的资金约束, 又借助政府背书向债权方传递企业高质量、 高

信用的信号, 降低了债权方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进而缓解了外源融资约束

(卢盛峰和陈思霞, 2017) [19] 。 融资约束缓解将提高企业承担直接出口固定成本的能

力, 此时, 在增加长期利润, 保护产品秘密性, 增强市场控制等好处的吸引下, 企业

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Chan, 2019[20] ; 蒋冠宏, 2016[21] )。
第二, 工业机器人还会推动企业过程创新和研发创新, 进而使其选择直接出口

模式。 从过程创新角度来看, 工业机器人有助于提高生产过程中重复性任务的准确

性和精确度, 进而有助于企业节约生产成本, 降低质量损失 (Kromann
 

and
 

Sorens-
en, 2019) [22] 。 从研发创新角度来看, 工业机器人通过提升企业下游生产端生产能

力, 为上游研发创新提供实现基础, 使得企业预期研发收益实现概率有效增加, 有

助于增强企业研发创新意愿 ( Kim
 

et
 

al. , 2011) [23] 。 此外, 工业机器人引致的下

游生产能力提升还将倒逼上游研发创新, 只有上下游联合创新才能真正提升整合创

新能力 (王康等, 2019) [24] 。 工业机器人引致的过程创新具有降低成本的规模效

应, 可以促使企业扩大产量并增加利润, 且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速度, 降低生产损

耗, 更好地适应竞争性市场对生产效率的要求。 工业机器人倒逼的研发创新有助于

企业创造新产品, 丰富产品种类, 从而扩大企业产品出口的范围并增加对出口市场

的控制力 (Ganotakis
 

and
 

Love, 2011) [25] 。 因此, 工业机器人的创新效应促使企业

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第三, 工业机器人通过改变劳动需求结构和提升劳动供给质量来提高企业人力

资本水平, 进而促使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从劳动需求角度来看, 工业机器人在

操作、 焊接、 装配、 清洁等生产复杂性低的环节上替代低技能劳动力 ( Graetz
 

and
 

Michaels,
 

2018;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9[26] ), 并在设计、 开发、 安装、 操控

等生产复杂性高的环节上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Xie
 

et
 

al. , 2021) [27] ,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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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企业整体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升级。 市场均衡要求劳动力供给结构升级同劳动力

需求结构升级相匹配。 具体而言, 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倒逼企业现有劳动力

提升个体技能水平以降低失业风险 (Furman
 

and
 

Seamans, 2019) [28] , 技能溢价提

高吸引劳动力通过提升个体技能水平实现工资跨越 (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0)。 为满足机器人应用下生产任务的技能偏向性要求, 企业还会通过增加劳动

力培训投入, 完善在职培训制度, 鼓励劳动力参与技能大赛等多种途径提高人力资

本水平, 进而发挥机器人的生产率效应。 人力资本是提升企业管理质量, 改善企业

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 人力资本水平提高通过提高决策质量, 优化管理程序提高了

企业管理质量 (丁一兵和刘紫薇, 2020) [29] , 降低了出口不确定性和风险, 有助于

提高企业绩效, 并推动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还将进一步推动

企业战略创新和组织创新进而支持和加速技术创新 ( Makowski
 

and
 

Kajikawa,
2021) [30] 。 因此, 工业机器人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深化, 进而促进其出口模式转型。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提高了企业直接出口倾向。
假说 2: 长期内源融资约束缓解、 外源融资约束缓解、 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升

级是工业机器人影响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重要渠道。

三、 模型、 方法与数据

(一) 计量模型

本文旨在研究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影响, 构建如下线性概率模型:
Modeijt = α0 + α1Exposure_ firmijt + α2X ijt + φj + λ t + εijt (1)

其中, 下标 i 代表行业, j 代表企业, t 代表时间。 被解释变量 Modeijt 为 i 行业

j 企业在 t 年的出口模式, 若企业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中均有出口

记录, 则认为其选择直接出口, 取值为 1; 若企业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有出口记录

而在海关贸易数据库中没有出口记录, 则认为其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 取值为 0
(Bai

 

et
 

al. , 2017)。
核心解释变量 Exposure_ firmijt 为 i 行业 j 企业在 t 年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用于

刻画中国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 本文借鉴王永钦和董雯 (2020) 进行构造:

Exposure_ firmijt =
Lij, t = 2000

Med_ Li, t = 2000

×
R it

Li, t = 2000
(2)

其中, Lij, t = 2000 代表 i 行业 j 企业在 2000 年的从业人数, Med_ Li, t = 2000 代表 i 行
业在 2000 年的从业人数中位数, 两者之比代表 2000 年 j 企业在 i 行业内的相对从

业人数份额; R it 代表 i 行业 t 年的工业机器人存量, Li, t = 2000 代表 i 行业在 2000 年的

从业人数, 两者之比代表 i 行业 t 年工业机器人渗透度①。
X ijt 为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规模 (Sizeijt) 、 企业年龄 (Ageijt) 、 资本密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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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_ intensityijt) 、 市场势力 (Powerijt) 、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Soesdumijt) 、 外
资企 业 虚 拟 变 量 (Foreidumijt) 、 行 业 集 中 度 (HHIit) 、 行 业 中 间 品 关 税
( Inputtariffit) 、 行业最终品关税 (Outputtariffit) 。 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
应 φj 和年份固定效应 λ t , εijt 为随机误差项。

(二) 内生性问题处理

工业机器人与企业出口模式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导致工业机器人变量具有

内生性。 从技术动因来看, 企业在建立直接出口渠道时已耗费高固定成本, 希望建

立更持久的出口关系, 因而倾向于提高技术水平以获取长期竞争优势。 从资金动因

来看, 直接出口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和出口可变成本, 为安装使用工业机器人

设备提供资金支持。 因此, 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也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

题。 鉴于此, 本文采用 2SLS 法识别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因果效应。
借鉴 Acemoglu

 

和
 

Restrepo
 

( 2020 ), 本 文 构 造 美 国 机 器 人 行 业 渗 透 度

( IV_ indusit) 作为中国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的工具变量。 选择美国机器人行业

渗透度的原因在于: (1) 相关性。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科技、 工业、 贸易等方面竞

争激烈, 不仅机器人应用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均处于领先地位, 而且机器人行业分布

也十分相似①。 (2) 外生性。 国外机器人应用与影响中国企业出口模式的本土因素

无关。 具体地, 美国机器人行业渗透度的构造如下:

IV_ indusit =
RUS

it

LUS
i, t = 2000

 (3)

其中, RUS
it 代表美国 i 行业在 t 年的工业机器人存量, LUS

i, t = 2000 代表美国 i 行业在

2000 年的从业人员数量②。
(三) 数据来源

本文的企业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海关贸易数据库, 行业层面

机器人数据来自国际机器人联盟 (IFR), 地区层面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时

间跨度为 2000—2013 年。 本文首先借鉴 Yu (2015) [31] 的方法将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合并, 其次将上述企业数据与机器人数据进行合并, 并

对 CIC2 位行业代码按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ISIC
 

Rev
 

4. 0) 进行调整, 最终匹配生

成 15 个行业③。 为了提高样本数据质量, 还删除了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小于 8 或缺

失、 企业年龄缺失、 固定资产合计非正或缺失、 工业总产值非正或缺失、 工业销售

产值非正或缺失的样本, 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 1%的缩尾处理。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 2SLS 法考察工业机器人对中国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 使用美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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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囿于篇幅, 美国机器人行业渗透度和中国机器人行业渗透度的散点图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

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数据来自 NBER—CES 制造业数据库 (1987

 

SIC 行业分类标准版本)。
囿于篇幅, 行业匹配结果查阅同前。



人行业渗透度作为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1。 第 (1) 列仅加入工业机器人

企业渗透度 (Exposure_ firm) , 回归结果显示, Exposure_ firm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

著为正, 初步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 在逐渐加

入各个控制变量后, 得到第 (6) 列, 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程度每提高 1 单位,
企业选择直接出口的概率提高 20. 3%, 从而较好地验证了假说 1。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Exposure_ firm 　 0. 1524∗∗∗ 　 0. 1415∗∗∗ 　 0. 1335∗∗∗ 　 0. 1374∗∗∗ 　 0. 1475∗∗∗ 　 0. 2029∗∗∗

(0. 0432) (0. 0428) (0. 0424) (0. 0424) (0. 0442) (0. 0681)

Size 0. 0256∗∗∗ 0. 0450∗∗∗ 0. 0437∗∗∗ 0. 0436∗∗∗ 0. 0438∗∗∗

(0. 0012) (0. 0015) (0. 0015) (0. 0015) (0. 0015)

Age 0. 0056∗∗∗ 0. 0031 0. 0053∗∗∗ 0. 0054∗∗∗ 0. 0055∗∗∗

(0. 0020) (0. 0020) (0. 0019) (0. 0019) (0. 0019)

Capital_intensity 0. 0262∗∗∗ 0. 0256∗∗∗ 0. 0256∗∗∗ 0. 0256∗∗∗

(0. 0010) (0. 0010) (0. 0010) (0. 0010)

Power 0. 0232∗∗∗ 0. 0230∗∗∗ 0. 0230∗∗∗ 0. 0235∗∗∗

(0. 0084) (0. 0084) (0. 0084) (0. 0085)

Soesdum
-0. 0015 -0. 0013 -0. 0023
(0. 0127) (0. 0127) (0. 0128)

Foreidum 0. 1370∗∗∗ 0. 1370∗∗∗ 0. 1366∗∗∗

(0. 0069) (0. 0069) (0. 0069)

HHI
-0. 4269 -0. 3764
(0. 2997) (0. 3037)

Inputtariff
-0. 0001
(0. 0002)

Outputtariff
-0. 0004
(0. 0005)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0015 0. 0010 0. 0047 0. 0093 0. 0091 0. 0091

N 748
 

664 737
 

598 737
 

439 737
 

439 737
 

439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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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ibergen-
Paap

 

rk
 

LM
103. 0942 101. 5044 101. 2277 101. 1980 97. 8082 90. 4788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Kleibergen-
Paap

 

rk
 

Wald
 

F 111. 7473 110. 0386 109. 7329 109. 7031 106. 1939 97. 6613

注: 圆括号内汇报了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方括号内汇报了不可识别检验的 p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下表同。

表 1 底部报告了工具变量合理性的检验结果, 各列均通过了 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 (不可识别检验), 另外,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明显大于

Stock-Yogo
 

weak
 

ID 检验 (弱工具变量检验) 10%水平对应的临界值, 说明工具变

量和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由于 “恰好识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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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无法直接检验工具变量外生性, 本文借鉴 Conley
 

等 (2012) [32] , 在不断改变

工具变量违反外生性的程度 δ 的情况下, 机器人渗透度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始终为

正, 说明即使考虑工具变量非严格外生的情况, 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企业直接出口

概率的结论依然稳健①。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 (1) 构造 3 个工具变量进

行回归, 一是国外工业机器人行业渗透度, 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②工业机器人行

业渗透度的 25%分位数 ( IV_ exptrade25) 衡量; 二是国外工业机器人密度, 用中国

主要贸易伙伴国工业机器人行业密度的 25%分位数 (IV_ dentrade25) 衡量 (Graetz
 

and
  

Michaels, 2018)③; 三是借鉴 Stapleton
 

和
 

Webb (2020) [33] , 构造可替代人力劳

动的工业机器人价值 (IV_ replacability) , 由 “行业可替代性‰1999 年中国人均 GDP
‰全球机器人存量” 计算得到。 (2) 采用企业直接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作为出口

模式的连续指标进行检验 (Bai
 

et
 

al. , 2017)。 (3) 采用 IV—Probit 模型和两阶段

Logit 模型进行检验。 (4) 将样本划分为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和之后两个子样本

进行回归。 (5) 借鉴许和连等 (2020) [34] 、 Gan
 

等 ( 2016) [35] 、 李波和蒋殿春

(2019) [36] 、 龙小宁等 (2014) [37] , 分别构建出口加工区虚拟变量 (Epzdum) 、 城市

最低工资的对数 (Minwage) 、 2007 年各行业劳动密集度与 《劳动合同法》 实施时

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Labourint07 × Law08) 、 2007 年行业所得税税率与企业所得

税改革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Taxrate07 × Post08) , 来控制出口加工区政策、
最低工资政策、 《劳动合同法》 和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影响。 (6) 剔除美国工业机器

人行业渗透度极端值④重新进行回归。 (7) 保留在 2000—2013 年内持续经营的企

业进行回归。 通过上述稳健性检验发现, 本文的核心结论未发生改变⑤。
(三) 异质性分析

1.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本文根据所有制类型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 并将回归

结果依次报告于表 2 第 (1) — (3) 列。 结果显示, 工业机器人对国有企业出口

模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而对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 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示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可能是因为, 多数非国有

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经营规模有限、 资金流动约束较强, 难以承担高额固定成本

因而选择间接出口, 工业机器人促使这类企业提质降本, 提高效益, 进而为直接出

口提供支持; 而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多、 市场势力大、 生产管理体制老化, 因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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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囿于篇幅, 详细图形和回归结果查阅同前。
选择 2013 年与中国贸易额最大的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和澳大利亚作为工具变量的构造对象。
同时构造了主要贸易伙伴国机器人行业渗透度和密度的 25%、 50%和 75%分位数, 以渗透度为例, 通过

绘制不同分位数同中国机器人行业渗透度的关系, 发现 25%分位数的相关性最强。
行业 2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6—27 (计算机、 电子、 光学产品和电力设备制造业) 和 29 (汽车制

造业)。
囿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查阅同前。



技术创新缩短出口渠道的动机不强, 限制了工业机器人积极效应的发挥。
2. 行业技术密集度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低技术密集型、 中等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三类进

行回归。 表 2 第 (4) — (6) 列显示, 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提高了行业技术密集

度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的直接出口概率, 而对高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显

著。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高技术行业内企业建立直接出口渠道所受制约因

素少, 使用工业机器人以缓解相关约束, 改变出口行为的动机不足; 受技术扩散周

期影响, 低技术行业内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发展相对滞后, 对出口模式的作用较为有

限; 而中等技术行业内企业转变出口模式动机较强、 技术发展较快, 技术进步对出

口模式选择的影响也就较为显著。

表 2　 企业所有制和行业技术密集度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低技术行业 中等技术行业 高技术行业

Exposure_ firm 0. 0882 0. 1879∗∗ 0. 5866∗∗∗ -1. 9479 0. 1808∗∗ 0. 0392
(0. 1072) (0. 0901) (0. 1438) (1. 3099) (0. 0721) (0. 85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0018 0. 0012 0. 0017 0. 0113 0. 0065 0. 0103

N 16
 

342 358
 

317 354
 

133 305
 

217 277
 

573 145
 

402

3.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行业集中度越低, 意味着行业内竞争越激烈, 企业通过应用工业机器人取得技

术领先、 生产率提高等多方面竞争优势的动机越强, 因而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出口模

式的影响也越明显。 本文以所有行业 HHI 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低集中度

(低 HHI) 行业和高集中度 (高 HHI) 行业子样本。 表 3 第 (1)、 (2) 列显示, 工

业机器人应用对低集中度行业内企业直接出口概率的提升效应大于对高集中度行业

内企业的影响, 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印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4. 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异质性

中国的不同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区域知识产权保护

程度越高, 意味着企业工业机器人相关技术的研发溢出风险越低, 进而应用工业机

器人的期望收益越高。 本文根据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8) 》 (王小鲁

等, 2019) [38] 将样本分为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区域和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区域子

样本。 表 3 第 (3)、 (4) 列显示,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区域内

企业直接出口概率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对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区域内企业的影响,
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与本文的研究假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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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业集中度和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低集中度行业 高集中度行业
低知识产权保护

程度地区
高知识产权保护

程度地区

Exposure_ firm 4. 4205∗∗∗ 0. 3646∗∗∗ 0. 1438∗ 0. 2249∗∗

(1. 0502) (0. 0819) (0. 0820) (0. 09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 0098 -0. 0007 0. 0028 0. 0104

N 379
 

409 348
 

783 77
 

998 650
 

194

(四) 影响机制检验

首先是融资约束渠道。 本文以现金流比率 (Cash) 来衡量企业内源融资约束,
并分别以机器人企业渗透度当期、 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为自变量来考察工业机器人

通过影响短期、 长期内源融资约束, 对企业出口模式产生的影响。 表 4 第 (1) 列

显示, 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当期企业内源融资约束, 第 (2) 列在基准回归

的基础上引入 Cash , 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收紧企业当期内源融资约束降低企

业直接出口概率的效应不显著。 第 (3)、 (4) 列显示内源融资约束缓解的渠道作

用在滞后一期时也不明显。 第 (5)、 (6) 列以滞后两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为自变

量, 其中第 (5) 列表明工业机器人显著缓解了企业两期后的内源融资约束, 第

(6) 列 Cash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内源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利于促进企业选择

表 4　 机制回归结果 (一)

变量
(1) (2) (3) (4) (5) (6)

现金流比率 出口模式 现金流比率 出口模式 现金流比率 出口模式

Exposure_ firm -0. 2430∗∗ 0. 0933∗

(0. 0752) (0. 0567)

L. Exposure_ firm 0. 1119 0. 1593∗

(0. 0730) (0. 0882)

L2. Exposure_ firm 0. 5395∗∗∗ 0. 4334∗∗

(0. 1320) (0. 2171)

Cash 0. 0031 0. 0018 0. 0063∗∗

(0. 0046) (0. 0022) (0. 00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1793 0. 1262 0. 0263 0. 0108 0. 0225 0. 0076

N 450
 

771 450
 

771 355
 

966 355
 

966 266
 

731 266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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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出口模式, 即工业机器人对内源融资约束的缓解具有滞后效应, 其通过缓解长

期内源融资约束 (滞后两期) 促使企业直接出口。 本文以流动性 (Liquidity) 和应

付账款比率 (Rece) 衡量企业外部融资约束。 表 5 第 (1) — (4) 列结果表明, 工

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提高有助于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 进而促使企业选择直接出口

模式。

表 5　 机制回归结果 (二)

变量

(1) (2) (3) (4) (5) (6)

流动性 出口模式
应付账款

比率
出口模式

发明专利
申请量

出口模式

Exposure_ firm 0. 6168∗∗∗ 0. 1960∗∗∗ 0. 1925∗∗∗ 0. 2659∗∗∗ 1. 2191∗∗∗ 0. 1969∗∗∗

(0. 1556) (0. 0679) (0. 0295) (0. 0606) (0. 1214) (0. 1214)

Liquidity 0. 0015∗∗∗

(0. 0003)

Rece 0. 0239∗∗

(0. 0023)

Invpatent 0. 0049∗∗

(0.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0164 0. 0094 0. 0025 0. 0039 -0. 0099 0. 0092

N 713
 

755 713
 

755 579
 

644 579
 

644 728
 

192 728
 

192

变量

(7) (8) (9) (10) (11) (12)

实用新型
申请量

出口模式
生产率

(OP 法) 出口模式
人均培训

投入
出口模式

Exposure_ firm 2. 4516∗∗∗ 0. 1783∗∗∗ 1. 3345∗∗∗ 0. 1485∗∗ 0. 2097∗∗∗ 0. 1982∗∗∗

(0. 2419) (0. 0683) (0. 1739) (0. 0619) (0. 0589) (0. 0679)

Utipatent 0. 0100∗∗∗

(0. 0015)

TFP_ op 0. 0066∗∗∗

(0. 0009)

Humcap 0. 0228∗∗∗

(0. 00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0184 0. 0064 0. 1053 0. 0117 0. 0910 0. 0094

N 698
 

951 698
 

951 584
 

142 584
 

142 728
 

128 72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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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技术创新渠道。 本文利用发明专利申请量 ( Invpatent) 和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量 (Utipatent) 衡量研发创新, 并利用以 OP 法测算的生产率 (TFP_ op) 衡量

过程创新①。 表 5 第 (5) — (10) 列分别报告了研发创新渠道和过程创新渠道的

估计结果, 可见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推动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量增加, 进而促进研发创新, 并推动企业生产率提高, 进而促进过程创新, 最终促

使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最后是人力资本深化渠道。 本文以人均培训投入②(Humcap) 衡量人力资本深

化, 并将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5 第 (11)、 (12) 列。 其中, 第 (11) 列表明工业机

器人显著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深化。 第 (12) 列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 Humcap ,
结果表明企业人力资本深化是推动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重要因素。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产业关联视角下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

一个行业的机器人应用水平对本行业企业的出口模式产生直接影响, 是否还通

过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其上下游行业企业的出口模式产生间接影响?
 

本文借

鉴 Acemoglu
 

等 (2016) [39] 的做法, 利用 2000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构建行业关联权

重, 以检验机器人应用的产业链传导效应, 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Modeijt = α0 + α1Exposure_ firmijt + α2Upstreamit + α3Downstreamit + α4X ijt + φj + λ t + εijt

(4)
其中, 下标 i、 j、 t 分别表示行业、 企业、 年份; Modeijt 表示企业是否选择直接

出口模式; Exposure_ firmijt 表示企业的机器人渗透度; Upstreamit 表示 i 行业下游行

业加权机器人渗透度; Downstreamit 表示 i 行业上游行业加权机器人渗透度。
 

Upstreamit = ∑
k

(Output% i→k - 1k = i) ×
Rkt

Li, t = 2000
(5)

 

Downstreamit = ∑
k

( Input% i→k - 1k = i) ×
Rkt

Li, t = 2000
(6)

其中, Output% i→k - 1k = i 表示 i 行业与下游行业 k 的关联系数, 1k = i 是 k= i 时取

1、 其他时刻取 0 的指示函数; Input% i→k - 1k = i 表示 i 行业与上游行业 k 的关联

系数。
机器人的产业关联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6 第 (1) 列所示, Upstream 的系数显著

为正, 说明下游行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上游行业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而

Downstream 的系数不显著。 原因可能在于, 下游行业企业应用机器人所带来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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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工业增加值和中间品投入指标在 2008—2010 年缺失, 因此以 OP 法测算的生产

率缺少 2008—2010 年数据。 囿于篇幅, 以 LP 法和 ACF 法测算的生产率的渠道回归结果查阅同前。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培训经费投入在 2008—2013 年缺失, 借鉴李波和蒋殿春 (2019) 的方法对

其进行补齐, 并对其进行加 1 取对数的处理。



源资金束紧可以通过外源融资渠道进行弥补, 进而减少对上游企业直接出口模式抉

择的负向影响; 而上游行业机器人应用所带来的中间品成本抬升则直接传导至下游

企业, 进而对其选择直接出口模式产生负向影响。 受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以及成本

抬升效应的双重影响, 上游应用机器人对下游行业出口模式决策不产生显著影响。
 

(二) 工业机器人、 出口模式转变与企业绩效

前文系统评估了工业机器人对企业是否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

制, 但并未区分出口模式转变的动态效应和保持不变的静态效应, 继而难以全面刻

画工业机器人对在位企业出口模式动态演变的影响。 鉴于此, 本部分考察工业机器

人对企业出口模式转变的动态影响及对企业绩效的进一步影响。 首先, 构造企业出

口模式转变指标 (Modechange) , 当企业由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转变时取 1, 反之

取 0。 表 6 第 (2) 列报告了以 Modechange 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可见工业机器人

渗透度每增加 1 个单位, 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的概率上升 39. 47%。
本文更感兴趣的是, 工业机器人引致的出口模式转变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

影响? 对此, 选取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盈利能力和企业成长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

量。 其中, 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为企业从进入国外市场到退出国外市场所经历的时间

长度①, 设定 cloglog 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进行回归:
cloglog (1 - hijt) = γ0 + γ1Exposure_ firmijt + γ2Modechangeijt

+ γ3Exposure_ firmijt × Modechangeijt + γ4X ijt

+ φi + λ it + εijt (7)
其中, hijt 表示离散风险概率, 即企业在出口持续期内停止出口的概率;

 

Exposure_ firmijt × Modechangeijt 为企业机器人渗透度和企业出口模式转变的交互项,
γ3 刻画了工业机器人通过影响企业出口模式转变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φi 为

行业固定效应, λ it 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其余设定同前文一致。 表 6 第 (3) 列

报告了式 (7) 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 γ3 显著为负, 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推动

企业出口模式由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转变降低了企业出口中止概率, 延长了企业出

口持续时间。
此外, 本文考察了工业机器人通过推动企业出口模式转变对企业出口盈利能力

(Rate) 和成长性 (Growth) 的影响, 前者用利润率衡量, 后者用企业从业人数增长

率衡量。 表 6 第 (4) 列表明工业机器人通过推动企业由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转变

促进了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 这与 Lin (2017) [40] 的结果相似, 可能是因为企业

出口模式转变既可以避免贸易中介加价, 从而提高出口边际利润; 又可以通过干中

学效应和技术反向溢出效应实现降本增效, 增加生产利润。 第 (5) 列表明工业机

器人通过推动企业由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转变提高了企业成长能力, 说明出口模式

转变通过促使企业建立更为直接的国外市场信息获取渠道和产品分销渠道, 深化了

企业对国外市场的认知和把控, 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增长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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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无法判断企业在 2000 年之前的出口情况, 本文将样本压缩至 2001—2013 年。



表 6　 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产业链传导 出口模式转变 出口持续时间 盈利能力 企业成长

Exposure_ firm 0. 1919∗∗∗ 0. 3947∗∗∗ -0. 8361∗∗∗ 0. 0188∗∗∗ 0. 1007∗∗∗

(0. 0685) (0. 1131) (0. 0314) (0. 0038) (0. 0140)

Upstream 0. 0048∗∗

(0. 0023)

Downstream
-0. 0014
(0. 0023)

Modechange -0. 3845∗∗∗ 0. 0059∗∗∗ 0. 0554∗∗∗

(0. 0344) (0. 0013) (0. 0059)

Exposure_ firm × Modechange -0. 3258∗∗∗ 0. 0135∗∗ 0. 0655∗∗

(0. 0924) (0. 0061) (0. 03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否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R2 0. 0093 -0. 0032 -0. 0736 -0. 1336

N 728
 

192 193
 

353 193
 

353 161
 

097 186
 

865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全球数字经济即将进入智能化阶段, 以工业机器人为引擎引领制造业转型升

级, 培育国际竞争优势成为中国出口转型的重要策略。 本文通过匹配机器人数据和

中国企业出口数据, 采用 2SLS 法系统评估了工业机器人与企业出口模式的因果关

系。 结果显示: (1) 工业机器人显著促进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2) 工业机器

人对直接出口模式选择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 行业技术密集度中等和集

中度低、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企业中。 (3) 长期内源融资约束缓解、 外源

融资约束缓解、 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深化是工业机器人影响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渠

道。 (4) 下游行业应用工业机器人对上游行业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具有促进作

用, 并且工业机器人推动了企业由间接出口模式向直接出口模式的动态转变, 进而

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提升了企业盈利能力, 并促进了企业成长。
本研究对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下驱动企业出口模式变革具有重要政策意

义。 第一, 政府和企业应大力推动工业智能化技术进步和深层次应用, 将工业机器

人作为转变出口模式的重要驱动力, 带动经济高质高效发展。 特别是对于当前所处

行业技术密集度不高且竞争激烈的企业, 深化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有助于其提高生产

率, 弥补技术劣势, 进而建立直接出口渠道。 第二,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 股权多元制改革, 解决官僚化问题, 从而改善当前工业机器人对国有企业出口

模式影响不显著的现状。 提高行业市场化程度, 促进公平竞争, 进而增强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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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形成关于工业机器人等新型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让企业

的知识成果和创新效益得到充分保护。 第三, 引导、 支持各级政府资金和市场资本

对工业机器人企业优先投资, 从而协助企业降低融资约束。 此外, 企业应增加在高

素质劳动力、 研发创新等方面的投入, 使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真正提高生产率, 促

进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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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Industrial
 

Robots
 

Affect
 

Enterprises
 

Export
 

Mode
MAO

 

Qilin　 SHI
 

Buchao
Abstract:

 

Industrial
 

robots
 

have
 

been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manufacturing
 

firms
 

to
 

engage
 

in
 

direct
 

export
 

and
 

improv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s
 

on
 

enterprises
 

export
 

mode
 

selec-
tion

 

by
 

matching
 

the
 

robot
 

dat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IFR)
 

with
 

the
 

export
 

dat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dustrial
 

robo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selecting
 

the
 

direct
 

export
 

mode,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is
 

greater
 

for
 

private-owned
 

firms,
 

firms
 

in
 

industries
 

with
 

medium
 

technological
 

in-
tensity

 

or
 

low
 

concentration
 

and
 

firms
 

in
 

regions
 

with
 

str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
tection.

 

The
 

mechanism
 

tests
 

verify
 

that
 

industrial
 

robots
 

affect
 

enterprises
 

export
 

mode
 

selection
 

mainly
 

by
 

easing
 

long-term
 

internal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external
 

financial
 

constraints,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epening
 

human
 

capital.
 

Further-
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linkage,
 

we
 

find
 

that
 

industrial
 

robots
 

used
 

in
 

the
 

downstream
 

industry
 

promote
 

enterprises
 

in
 

the
 

upstream
 

industry
 

to
 

convert
 

the
 

export
 

mode.
 

And
 

the
 

export
 

mode
 

conver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robots
 

further
 

extends
 

the
 

dura-
tion

 

of
 

export,
 

increases
 

profitability
 

and
 

the
 

growth
 

potential.
 

Our
 

research
 

supplements
 

the
 

literature
 

on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industrial
 

robots,
 

and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o
 

make
 

industrial
 

robots
 

further
 

optimize
 

enterprises
 

export
 

mode
 

and
 

promote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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